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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组织领域频发的信息披露不准确、不及时引发的公众质疑不仅使处于改革深水期的体育社会组织面临“公开与问责”的危机可能，也持续增加了管理者探索问题解决措施的压力。在全面梳理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理论基础之后，本文深入分析了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主客观影响因素，对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隐含的复杂行为动机进行准确识别；结合当前法律法规背景下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现状，力求阐明单一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何难以实现，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应做到从外部力量的强制转向组织自身的主动，探索新的实现机制与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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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quent inaccurate and untimel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leads to public questioning, which not only makes the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deep-water stage of reform face the crisis of "openness and accountability", but also continuously increases the pressure of managers to explore problem-solving measures. After comprehensively comb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ccurately identifies the complex behavior motivation implied in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t tries to clarify why the single mandator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change from the external force to the organization's own initiative, and explore new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work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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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提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正在从政府主办向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转变。在进入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新时代之后，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将达到新的发展高度[
]。作为主要治理主体的体育社会组织，其过硬的治理能力是实现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基础。然而，社会组织领域长期存在的信息披露质量低下问题，使体育社会组织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部分社会组织对捐赠物资信息披露的不准确、不及时，严重损害了社会组织的公信力。而2019年底中国足协对归化外援政策的辟谣引起各方质疑、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在募捐中的违规行为受到处罚等事件则是体育社会组织领域信息披露质量低下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典型外显。当前，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正在由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201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明确提出了信息披露的义务及罚则，而“脱钩”的体育社会组织为获取捐赠资源、免税资格，避免对政府依附，其中一个措施就是认定成慈善组织。笔者的实地调研过程发现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有部分体育社会组织如张家港市足协、无锡市篮协等准备开展慈善组织的认定工作。此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三大条例）均对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有强制规定。不难理解，相关法规对提高体育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披露质量的问题在顶层设计上得到缓解。但是从西方国家经验来看，不管是依靠组织自律，还是依靠法律规制，都很难从根源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能否实现？该问题在法律日趋强化的情况下仍需深入思考。
在上述问题导向下，本文从解读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动因出发，基于对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现实考察，对阻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展开全面分析，旨在为推进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2合法性、绩效性、伦理性：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动因

信息披露是国外社会组织领域研究长期关切的话题，在回应体育社会组织等政府、市场之外“第三部门”信息披露的原因上，前人研究基于多种理论视角为我们带来了多样性的答案。对于政府、群众而言，解读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动因有利于深入了解其在信息披露中的行为逻辑，这对准确识别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面临的障碍有着重要意义。
2.1合法性因素

有关体育社会组织为何存在有很多解答，可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行为逻辑会伴随公众和监管部门关注点的变化而变化，这也决定了合法性是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首要动机。此处的合法性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最早对组织合法性进行完整诠释的是美国学者Parsons，他认为合法性是指在共同社会环境中，基于合法性理论 ，建立在契约条件下的对行动是否允洽、符合期望的常规性认识和假设[
]。体育社会组织是体育社会化发展的契约型组织，体育事业带有的公共属性决定了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存在双重契约关系。政府作为监管者可以为体育社会组织提供行政合法性认定和赋权，包括登记注册、开展募捐等合法权利；而社会则是作为个体体育参与者的集合为体育社会组织带来合法性标准及相关属性，比如吸纳会员展开集体活动的权利；体育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体育治理主体，应当承担其对政府和公众的双重责任，履行相应的显性和隐性契约。根据广义合法性理论的观点，体育社会组织只有在获得行政和社会合法性时才能存在，政府与社会为体育社会组织合法性带来存在基础，比如开展活动的资格、社会认可度、会员与会费等。这些投入资源的各方主体一般称为利益相关者，他们把相关权能赋予了体育社会组织这一体育利益契约共同体之后，通过对体育资源合理配置达成各自目标。此后，体育社会组织正常运作就要反应出各利益相关者的预期，要与政府体育意志、公众体育利益诉求保持一致。当体育社会组织面临运动项目成绩差、管理混乱、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程度低等问题时，就会更积极主动的向社会披露信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披露，这被看作是体育社会组织履行信息披露的首要动机。

2.2效益性因素

从信号理论、品牌理论以及合约失灵等理论逻辑来看，与市场经营主体存在缩减成本、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动机相比，带有非营利属性的体育社会组织将受到“非分配约束原则”的限制，不存在利润最大化刺激，因此在信息披露上是积极且自觉的[
]。但反言之，体育社会组织也有扩大影响力、推广赛事品牌的绩效需求，这与市场经营主体是一致的。对体育社会组织等第三部门来说，公开程度已然从一个微观操作议题转变为宏观战略议题，它不仅与这类组织的合法性密切相关，还涉及到错误决策减少的控制机制[
]。信息披露是体育社会组织绩效提高的重要前提，为了获取必要的发展资源，体育社会组织就必须向公众、会员、企业等各方出资者证明其内部管理能力、财务运作能力等。可以说，假如一个体育社会组织认为自身十分可靠并值得社会公众信赖，那么它们将会像其他有相同自信的慈善组织一样倾向于公开自身信息[
]，若是披露的信息能显示出其较高的运行效率，那么其捐赠收入也会顺势增加[
]，进而提高其绩效水平。

2.3伦理性因素

公共体育责任的承担是构成体育社会组织存续的伦理要素，与捐赠收入、合法性取得等其他要素一样，也会促进体育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对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来说，组织内部与外部存有信息不对称，而组织披露的信息具有信号传递作用，在体育社会组织声誉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使实力强的体育社会组织脱颖而出，比如为会员提供精细化服务、为政府分担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压力、为工作人员提供优良的获得感、对体育事业发展有着热忱态度。这样一来就会获得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从而塑造良好声誉。而那些不披露信息或者信息披露质量低的体育社会组织，则被看作未履行公共体育责任，各方对其认可度将会走低。由此，信息披露因此被看作为一种伦理上的美德，表现出体育社会组织迎合社会体育需要的正面态度，反映了对各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

尽管以上几种因素是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分析，但从中可以得出如下共性特征，即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是一种在多重因素产生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复杂性组织行为，单一维度的探索显然不足以解释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问题。事实上，上述影响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动因可归类为两个方面：即所处环境的被动要求和体育社会组织的主动要求。合法性属于典型的客观因素，而绩效和涉及公共体育责任的伦理
则属于主观因素。因此，本文将从所处环境被动要求和体育社会组织主动要求的主客观因素角度分析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现状，解析当前存在的问题。

3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现状解析

从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来看，截止到2020年3月5日，我国已公布透明指数的体育基金会有43家，其平均值仅有59.99分，并且还有4家体育基金会尚未公布其透明指数
。该数据表明，法律法规对体育社会组织中信息披露要求最严格的体育基金会尚且如此，其他类型体育社会组织则更无法保证其信息披露质量。从当前情况和未来趋势来看，尽管“脱钩”改革的持续演进与《慈善法》的出台使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所处的制度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化程度仍有提升空间；与被动要求相比，体育社会组织自身主动要求表现出的问题相对更多，其中效益动机失效和伦理意识淡薄表现得尤为突出。

3.1制度细化程度不足

我国政府相关部门早在2008年就委托有关机构搭建了信息公开平台，负责向社会公众公开慈善组织的信息。但彼时的体育社会组织缺少《慈善法》支撑，无法认定成为慈善组织。在《慈善法》第3条、第8条、第9条等条款支撑和“脱钩”后对税收减免、资金募集渠道拓宽需求下，体育社会组织的慈善认定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体育社会组织也会通过各级信息平台披露其信息。这似乎说明政府对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要求将会更高，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首先，截止到2020年初，在省、市级层面开通信息平台的仅有江苏、青海、甘肃、宁夏、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郑州和长沙，覆盖范围极其有限。其次，从信息平台披露内容来看，一般分为“项目、排行、组织名称、捐赠收入、咨询频道”等几个板块，并不涉及资金使用情况、组织运行成本等与资金有关的敏感信息。借助信息平台，今后公众可以查阅相应体育社会组织的信息，也可通过信息平台进入体育社会组织的网站。然而，当前的情况却是体育社会组织网站的数据更新普遍偏慢、财务数据不全、联系方式模糊，甚至一些网站无法登陆。尽管体育社会组织在年检时会主动上报相关信息以减小政府采集信息的工作量，但涉及税收优惠、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项目、评估、奖励处罚等动态信息的披露以及那些跨部门信息的收集，其成本仍然较高。体育社会组织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属于政府登记部门检查范围，但从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
，政府各部门在信息披露的严格执行检查上缺乏具体的支撑细则，行政责任缺乏实际执行效力[
]。

此外，现行法律在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方面尚未具体明确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就如相关学者所言：“那些非营利属性的组织在信息披露上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使它们在信息披露中违法行为产生的后果无法消除，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无法恢复，受害人也就不能得到救济”[
]。更进一步的，民事责任的缺失也切断了会员、社会捐赠人、出资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与体育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信息披露越严格，监管成本将会更高，政府在问责上缺乏具体细则依据会导致体育社会组织对所处制度环境的漠视，此即为所处环境被动要求方面的问题。
3.2绩效动机问题

从当前法律法规要求来看，体育社会组织在未来需要向政府、社会不特定人群、捐赠者、赞助企业等各利益相关者公开相对应的信息。例如向政府披露登记事项、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体育服务项目等信息；向社会公众披露组织章程、内部机构成员、审计报告、募捐活动等信息；向出资方披露财务管理情况等。通常来说，体育社会组织披露的信息越详细，获取的资源越丰富，组织绩效水平也就越高[
]。相关法律法规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合法性问题，然而却忽视了对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披露更多高质量信息动机的措施。比如关联交易、领导人员薪资、重大事项、补贴信息、契约内容等一些法定义务之外对评估、决策和获取捐赠收入等有较大作用的信息。并且，即便是遵循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信息也会因为缺乏具体措施而无法保证其真实性。原因在于，体育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存在如下可能：粉饰信息以提高组织收入和绩效。在评估体育社会组织等第三部门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效果上，国外的出资方通常以两个运营比率作为参照，例如被界定为组织用于公共服务目的支出占组织总支出比值的项目服务比率，以及被界定为组织募捐支出占组织捐赠总收入比值的募捐比率。根据国外第三部门的研究[
]，体育社会组织在理论上也存在“多走项目服务支出经费，少走行政办公和募捐支出经费”的倾向。而从一项针对乌干达300家第三部门组织财务公开度和治理参与的研究中可知[
]，体育社会组织披露虚假信息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可能。其他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说明，组织规模越小且对捐赠收入依赖度个广告，那么这些组织更倾向于控制运营比率[
]。不难看出，目前的法律法规在预防体育社会组织未来可能出现的粉饰公开信息行为上缺少应对措施。可以说，在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绩效动机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动机弱化或者粉饰信息获取不当利益。
3.3公共体育责任监督薄弱

目前法律法规对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很大程度上是对上市公司信息公开制度的借鉴。例如在慈善法的规制下，未来认定成为慈善组织的体育社会组织需要按照政府民政部门的要求，在指定的信息平台上对外披露相关信息，此举有利于保证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权威性。但是，该规定却未考虑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是在多样化社会主体参与下进行的。政府打造的固定平台使得信息多源验证的机会大为减少，其被动查询的特点在吸引潜在出资者方面的作用发挥有限。因此，即使在体育社会组织公开问责的必要性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的情况下，仍然很少有人知道可以获取体育社会组织的何种信息以及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特别是一些个人出资者，他们大多数无法清晰的看懂财务信息。显而易见的结果便是：个人出资者几乎不具备对体育社会组织进行绩效评估的能力，也就难以做出捐赠、赞助等出资决策。由于公共体育服务受益者享受体育社会组织供给服务的直接性，一般认为体育社会组织很难对社会公众、会员等受益人隐瞒信息。但是，这些受益者如同其他社会组织受益者一样，并不能随时获悉组织提供服务全部的关联维度[
]，体育社会组织基于公共体育责任的伦理意识也不足以强大到主动向社会公众披露充分的高质量信息。并且，假如受益者对享受到这一类组织供给的服务和产品没有贡献或者贡献很低，那么他们在监督上也没有充足的动力[
]。不难理解，未进行捐赠和赞助的人很容易满足，他们会将自己与那些没有享受到公共体育服务的人进行对比，但他们不会衡量项目预算究竟能转换为多少体育产品或服务。另外，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以来，社区体育社会组织数量迅速攀升[
]，尽管对于这些组织有社区问责机制加以约束，但国外已有研究表明，社区问责也无法避免搭便车的脆弱性问题[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项目管理者也会按照同样的逻辑对社区居民隐瞒信息。更何况对一些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老旧社区来说，社区居民在监督方面表现出的自信明显不足[
]。更深入的讲，这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在对体育社会组织进行公开问责时缺乏法律授权，因而也就只能依靠体育社会组织内部的理事会监督和政府部门的行政规制。当这些利益相关者质疑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想进行深入查证时，应该向谁质询，是政府体育部门、民政部门？还是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具体路径和渠道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相应的解释。

4完善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相关建议

经由上述分析，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面临的问题整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即所处环境的被动要求和体育社会组织的主观意愿。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与西方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Non profit organization）类似。在西方国家，体育社会组织生发于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属于自下而上的成长路径，而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给予助力，所处客观环境有着一定差异。同时，公民社会又非一朝一夕即可建成。鉴于此，需要参考西方国家的具体手段，特别是英国、美国、德国等在信息披露质量标准制定、奖惩措施等方面的做法，完善法律法规中的具体条款，从而尽快提升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质量。此外，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法律法规的亟待完善，还要注重转换体育社会组织的信息问责需求，也即从外部力量的强制转向组织自身的主动。这要求社会各界应重点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披露意愿和各方主体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今后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客观环境的完善与主观意愿的强化相结合，从整体上推进。

4.1制定具体办法，提供制度保障

诚如前文所言，尽管《慈善法》的出台会让那些认定慈善组织的体育社会组织提高其信息披露质量，但应意识到，这一认定过程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应制定一些具体办法作为过渡，以从制度层面推进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体育行政部门可参照民政部门制定的相关组织信息公开规章制度如《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制定《体育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制定相关办法时应当注意，除了要从制度环境上提高对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被动要求外，还要注重引导体育社会组织进行主动公开。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除了法律法规强制体育社会组织公开其信息外，一般还会有一些特定的自律条款作为行为标准、道德模范以及接受第三方审计的质量认证[26]。这些透明标准和质量认证的制定主体既有政府又有行业自律组织。例如英国法律要求社会组织公开的内容有年度报告、财务信息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而在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地，很多行业自律组织主动投身到透明实践标准的制定工作中。比如西班牙有诚信基金会发布的透明度标准，该标准包括理事会运营与监管、规划与监管活动、联络与图像的真实等共35条原则，这对体育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省份也有相关的制度设计实践。例如《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体育局印发关于培育发展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出，要“健全基层社会组织诚信服务和信息披露机制，主动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制度建设、财务信息、活动信息、党务信息等各类信息，自觉接受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居委会（村委会）和基层群众监督”。然而，由于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各地方政府对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也有较大差别。建议各级政府在相关办法中参考国内外先进做法，进一步细化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标准，以引导体育社会组织做好信息披露实践，对信息披露工作开展较好的体育社会组织予以一定奖励，与等级评定和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项目的竞标相挂钩，提高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积极性。

4.2借鉴国外模式，规避绩效动机的信息粉饰

通过加强对体育社会组织披露虚假信息处罚制度和披露准确信息的奖励制度，处理好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绩效动机问题。此做法是同时解决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所处环境的被动要求与主观意愿问题的复合策略。应该意识到，快速发布大量可信度高的信息是不够的，即使是最完备的信息披露体系也不能彻底杜绝欺骗性信息。一旦涌入的资源量巨大，体育社会组织为提高绩效，那么滥用信息的可能性更高。在负面激励上，可以采用罚款、扣除补贴等经济处罚措施。例如新加坡在针对体育社会组织发布虚假、不准确信息问题就有处以5000新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英国则对拒绝披露信息的体育社会组织处以10000英镑以下的罚款；美国对不按照规定时间公开信息的体育社会组织按照每拖延一天罚款50美元的方式进行处罚。在正面激励上，可以借鉴德国的“捐赠徽章”模式、英国“账目披露奖”模式等，为那些在信息公开领域树立典型的体育社会组织提供嘉奖。为达到上述激励条件的要求，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有必要开展多方协作，并组建一个独立监管机构，这个机构要有比较齐全的部门设置并且具备一定监管权。该机构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自我规制组织，如同上市公司领域的证券交易所；也可以作为一种半独立的政府机构，如同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抑或是作为一种全国范围内的专业监管机构，如同英国慈善委员会等，对整个社会组织领域信息披露进行监督管理。

4.3政府补贴倾斜，强化公共体育责任的监督

应当意识到，体育社会组织在合理范围内获取收益提高组织绩效是合理可行的，但仍要以履行其公共体育责任为主，不断强化其披露公共体育责任信息的意识。近些年，我国部分体育社会组织出现过一些影响较为恶劣的事件，比如足协“黑哨”事件就很说明当前体育社会组织在信息披露方面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体育社会组织公共体育责任的承担和相关信息的披露，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提高其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关注度，进而获得社会力量的资源扶持。体育社会组织在日常运作工程中应当时刻注重自身的公共体育责任，通过模式优化实现对公众和政府的合同承诺。政府可对公共体育责任信息披露较好的组织予以政府购买政策的倾斜，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当然，体育社会组织公共体育责任信息披露意识的强化与提高，除了政府引导外，社会公众、媒体等监督也是有效力量。互联网媒体可对公共体育责任履行好的体育社会组织展开正面报道，对外传达积极信息，发挥正外部性功能；对那些履行公共体育责任差的体育社会组织给予负面宣传，向公众传达负面信息，发挥负外部性作用。多方参共同监督必将提升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意识。

5结束语

总而言之，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最终会推动社会公众对体育社会组织的支持与捐赠热情，正如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实施之后促进形成了一个规模大、效率高的资本市场一样。《慈善法》、三大条例等在推动体育社会组织信息披露上任重而道远，仍然需要在政府、体育社会组织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使体育社会组织的信息在上述主体间实现有效传播与交流，从而将体育社会组织推上社会化发展的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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